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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江淮段流向的历史演变

——兼论清代“借黄济运”政策的影响
*1

彭安玉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江苏南京 210009)

【摘 要】:大运河长江至淮河段最早开凿于春秋时期，时称邗沟。在唐宋以前，大运河江淮段由南向北流，经过

数百年的演变，至明清时期改为由北向南流。大运河江淮段流向的逆转，既是“借黄济运”政策的必然后果，同时

也反映了运河一线地势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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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之间的古运河，春秋时称邗沟，汉称渠水，南北朝称中渎水、邗溟沟或韩江，隋称山阳渎，唐称漕河、官河或合渎水，

宋称楚州运河，明称南河，清称里运河。邗沟的开凿，标志着京杭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通和江苏区域性水运网络的形成，因而

在中国运河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影响深远。然而，大运河江淮段的河水流向，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却发生了极其重

大的变化，在唐宋以前由南向北流，明清时期改为由北向南流。流向逆转，与清政府实行“借黄济运”政策不无关系，同时也

反映了运河一线地势的重大变化。因此，探析大运河江淮段流向的历史演变，对于深化大运河史研究有着显著的价值。

一、唐宋以前大运河江淮段的北流

大运河江淮段最早开凿于春秋时期。《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公元前 487 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云:“于

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东汉建安初，广陵太守陈登改凿新道，自今高邮直北经达淮安

楚州。但魏晋时楚州以南一段仍需绕道射阳湖，不能直达。隋大业元年(605 年)发淮南丁夫 10余万重开邗沟，略循建安故道，

此后江淮间运道不再向东绕道而改为直达。唐宋以前，江淮间古运河由南向北流淌，与今日流向恰恰相反。其依据如下:(1)从

杜预对邗沟注看，邗沟由邗城引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而至未口。顺河流流向依次记述符合一般的记载顺序。(2)《汉书·地理志》

对邗沟走向亦有简略记载:“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明确讲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湖”。(3)《水

经注》卷三十《淮水》记载更为详细:“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县为一都之会，

故曰江都也。……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又云:“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下注樊

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至夹邪，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

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郦道元较清楚地记录了中渎水的流向。(4)唐李翱《来南录》明确讲江淮间古运河是

向北流的:“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如果说上面的理由尚带有推论色彩的话，这里的“逆流”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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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时运河是北流流向。(5)从地貌上看，扬州所在是长江北岸沙嘴，地势高爽，蜀冈横亘，而射阳湖所在则是古泻湖遗留区，

地势低于扬州，由江滨穿沟通射阳湖，河流自然顺势北流入淮。《淮系年表·叙例》亦云:“(黄)河未夺淮以前，淮之趋势为一

逆降之河床，南北诸水皆归之。淮阴以下，淮底极高，邗沟入淮，涟、沭入淮，史有明证。”(6)扬州南临大江，公元四五世纪

以前，海浪直扑冈丘，广陵涛名闻遐迩。“当(唐)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津)，海潮内于邗沟，过茱萸湾，北至邵伯堰，汤

汤涣涣，无隘滞之患”
[1]
，运河引长江之水北流，很是通畅。此后，由于瓜洲并岸，扬州城离长江越来越远，广陵涛消失了，运

河水源便紧张起来。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七《景物上》:“瓜洲，在江都县南四十里江滨，相传即祖逖击楫之所也。

昔为瓜洲村，盖扬子江中之沙碛也。沙渐长出，其状如瓜，接连扬子渡口，民居其上，唐立为镇。”又云:“伊娄河，即扬子津

以南至江运河也。开元二十五年润州刺史齐瀚所开。自隋以前，扬子津尚临江。……至唐时，江滨始积沙至十五里，故穿此河。”

隋唐时期，仅次于扬州城南约 10 公里的扬子津渡口正对着江心洲瓜洲；至唐中叶，“江滨始积沙至二十五里”，瓜洲并向北岸，

扬子津亦淤废，京口与扬州间舟船往来须在长江中绕行瓜洲 30多公里，才能从扬州津进入扬州城，于是润州刺史齐瀚于开元二

十五年在已经并岸的瓜洲积沙之上开凿了一条南北长二十五里的运河，以避大江风涛之险和绕沙洲航行之苦，此即“伊娄河”，

即今瓜洲镇至扬子桥之间的古运河。瓜洲孤悬江中之时，“潮水悉退扬州城中。李频诗云……扬州城里见潮生，距江尚三十里”
[2]
。“瓜洲以闸为限，则不惟潮不至扬州，亦不至扬子矣”

[2]
。由于“江派南徙，波不及远，河流浸恶，日淤月填”，邗沟航行

艰难起来，若“荒岁不雨，则鞠为泥涂，舟楫陆沉，因资于牛车”
[3]
。由于运河水浅影响漕船通行，开元中漕舟正二月启航，“至

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
[4]
。中唐后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运河水荒问题，如开渠引水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宝历二年，漕渠线，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筑埭拦水

———《淮系年表历史分图六十八·运河二十四》:“因漕渠卑下走淮，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名平津堰”；

引塘济运———因扬州漕渠水浅，引雷陂及勾城塘水济运。显然，邗沟水源之丰寡与扬州潮信之通否息息相关，足证邗沟确实

是引江潮之水北流的。(7)《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亦持北流说:“春秋时，吴将伐齐，于邗江筑城穿沟，曰渠水。首受

江于江都县，县城临江，北至射阳湖。杜预云:自射阳西北至末口入淮，通运道。其水乃自南而北，非自北而南也。”刘文淇《扬

州水道纪》卷一亦云:“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下，且(运河)东西两岸未设堤防。”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确定:古运河的南段

引的是长江之水，中段利用射阳湖航行，北段则是引射阳湖水达于淮，总体上是由南向北流。

二、明清时期大运河江淮段的南流

宋元时期，江淮古运河水浅难航，引起关注。北宋天禧二年(1018 年)，“议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

茱萸三堰，黄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 漕船无阻，公私大便。”
[5]
元丰七年(1084 年)，“浚真、楚运河”

[5]
。

重和元年，柳庭俊建议修复扬楚运河斗门水闸 79 座。不久李琮以“真、扬等州运河浅涩”提出“引江入潮”方案，被批准实施。
[5]
宣和三年(1121 年)，淮南大旱，漕运不通，扬州尤甚。朝廷派内侍前往巡视，有人提出深浚运河，使与江淮相通而平，以解

运河乏水之急。向子諲反对说:“运河高江、淮数大，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昔唐李吉甫废闸置堰，治陂塘，池有余，

防不足，漕运通流。发运使曾孝蕴严三日一启之制，复作归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达之法，走茶盐之利，且应奉权倖，朝

夕经曲，或启或闭，不暇归水。……自洪泽至邵伯数百里，不为之节，故山阳上下不通。”
[5]
他提出复堰作坝的综合应对方案，

结果漕运复通。南宋亦曾多次治理运河，或疏浚淤浅，或创立堤堰，或修复旧闸。《元史·河渠志二》记载，元代运河“浅涩

无源，止仰天雨”，多次下旨疏治，不过成效不大。

由上可见，宋元时期正是运河流向由北流变为南流的过渡、转折的话。明隆庆以后，经过长期的黄水灌淤，运河便南流入

江了。黄河浊水由运口涌入运河，故而运口形势与运河灌淤有着直接关系。明初，江南各漕自瓜、仪至清江浦，由天妃闸入黄。

《明史·河渠志三·运河上》:“春夏之交重运毕，即闭以拒黄”，但“岁久而法弛，闸不封而黄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于

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以通淮水。已又从万恭言，复天妃闸。未几，又从御史刘国光言，增筑通济，自仲夏至季秋，隔

日一放回空漕船。既而启闭不时，淤塞日甚，开朱家口引清水灌之，仅通舟。至是改建甘罗城南，专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

万历六年(1578 年)，潘季驯修复淮安新旧闸坝，迁通济闸于淮安甘罗城南，以纳淮水，故道尽复。七年，潘季驯题称:“淮安一

带，黄、淮灌入，运渠高垫，且闸水湍发，启闭甚难。查照平江泊所建清江、福兴、新庄等闸，递互启闭，以防黄淤。又水发

时闸外暂筑土坝遏水头，以便启闭，水退即去坝。议欲修复旧规，势豪人员不得任情阻挠。”
[6]
经过努力，潘季驯“始移运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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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闸，纳清避黄，仍以天妃名。然口距黄、淮交会处仅二百丈，黄仍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无已。”
[7]

早在明景泰六年(1455 年)，右佥都御史陈泰即奏敕“浚仪真、瓜洲、江都、高邮、宝应及淮安一带河道，凡浚河一百八十

里”
[6]
，并“筑口置坝”。《明史·河渠志三·运河》记载，当时“黄河尝灌注新庄闸至清江浦三十余里，淤浅阻漕，稍稍浚治，

即复其旧”，由于不能及时闭闸拒黄，可谓屡浚屡淤。陈泰大浚运河后 30 余年，即弘治年间，运河“自仪真入淮，凡三百里，

舟胶不行。管漕河郎中李景繁募夫八万人，初浚邵伯湖扬子桥、三汊河，广皆六丈；次浚广陵驿东，广倍于三汊；次浚朴树者

三，深于旧者各五。”
[6]
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浚挖工程。万历初年，运河北段已高出地面。《河防一览》卷八《查复旧规疏》记

潘季驯奏疏云:“臣等初至地方，目击淮安西门外直至河口六十里，运渠高垫，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为漕底，而闸水湍激，

粮运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牵挽过闸者。臣窃怪之，询之地方，俱云:自开天妃闸后，专引黄水入闸，且任其常流，并无启闭，

而高堰决进之水，又复锁其下流，以致淤沙日积。万历五年，河渠堙塞，随浚随淤，不得已开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

万历十六年(1588 年)，开运口五闸月河。五闸指板闸、清江闸、福兴闸、通济闸、新庄闸。五闸“上隔黄河倒灌之患，下便节

宣之势”，由于“黄强淮弱，五坝不通，闸座不闭，以致泥沙内侵，伏秋水溜，漕舟上闸，难若登天，每舟用纤夫三四百人，

犹不能过，用力急则断缆沉舟”，于是在各闸旁开月河一道以“避险就平，以便漕輓”
[6]
。同年，运河“自黄埔至三官庙前长二

十里，水多旁溃入湖，改流缓沙停，新闸一带浅阻”
[6]
。天启三年(1623 年)，又浚挖运河巨河杨家庙至文华寺淤泥浅 717 丈。

[6]

进入清代，运河淤积日甚兼以黄、淮倒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危险殊甚。康熙五年(1666 年)，“运河自仪征至淮淤浅，

知县何崇伦募民夫浚之”
[7]
。康熙十年(1671 年)，总河王光裕称:“循天妃而下，见黄流倒灌，直入运河，以天妃一闸不能下板，

漕河淤垫，而岸溃决。查天妃闸内旧有五闸，递互启闭，今仅存二闸，其他闸俱废，宣照旧基，复建福兴一闸，启一闭二；再

大挑运河使深，以复河身之旧。”
[6]
王光裕的建设均被付诸实施。然而不久，日益淤浅的运河即连年告溃，康熙十一年决清水潭，

康熙十四年决江都邵伯镇，康熙十五年决山阳之山东厂、净士庵，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江都之大潭湾等处。康熙十六年(1677

年)，清政府以靳辅为河督。时苏北水患益深，漕运益浅。靳辅经过实地调查后提出治运措施。他说:“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

长约二百三十里，因黄内灌，河底淤高，居民日患沉溺，运艘每苦阻梗。请敕下各抚臣，将本年应运漕粮，务于明年三月内尽

数过淮。俟粮艘过完，即封闭通济闸坝，督集人夫，将运河大为挑浚，面宽十一丈，底宽三丈，深二尺。日役夫三万四千七百

有奇，三百日竣工。并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需帑九十八万有奇。”又说“缶因河身淤垫阻

滞，盘剥艰苦万端。若清口一律浚深，则船可畅行，省费甚多。因令量输所省之费，作治河之用，请俟运河浚深，船艘道行，

凡过往货物分别征纳剥浅银数分，一年停止。”
[7]
靳辅之议均允行。于是在次年堵塞清水潭决口，开永安越河，“挑山(阳)、清

(河)、高(邮)、宝(应)、江(都)五州县运河，塞决口三十二”。又大治运口，“移南运口于烂浅之上，自新庄闸西南挑河一至

太平坝；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接太平闸，俱达烂泥浅。引河内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以

舒急溜；而烂泥浅一河，分十三二佐运，仍挟十之八射黄；黄不内灌，并难抵运口。由是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
[7]

虽然清口黄流灌淤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黄水灌运仍无杜绝，加之运西湖泊屡屡黄流灌注，湖堤崩决，进而湖水入运、

淤运仍难以避免。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界首以北运河又已严重淤浅，不得不进行疏浚。乾隆二年(1737 年)又一次“大挑

淮扬运河，自运口至瓜洲三百余里”
[7]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及三十九年，“黄水倒灌，淮安上下河身淤高丈许，水深仅三、

四、五尺”，后清水旺盛，逐渐刷涤通流，但仍各有深浅，“自河口三闸下宝应交界百余里，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宝应界至

高邮一带百四十余里，深者一丈有余，浅者五、六、七、八尺”，邵伯以下至瓜洲江口百余里，“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

不等”
[8]
。乾隆四上二年(1777 年)，江督高晋、河督萨载勘议疏浚淮扬运河及闸坝节宣事宜，要求“凡有淤浅及河形弯曲处淤

出滩嘴圈堰挑挖，将挑起滩土加培两岸”
[8]
，疏通堵塞的通湖各港。

然而，毕竟是积重难返，积淤难浚。乾隆五十年(1785 年)，令大学士阿桂履勘河工。阿桂言:“本年(洪泽)湖水极小，不但

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

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藉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

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
[7]
此年实开“借黄济运”之先例。此后的嘉庆期间，此法被经常采用。不过，借黄济运，在引来黄

水的同时也引来了大量泥沙，实为“利一而害百”之消极方式。从此，运河加速淤垫。到道光初，两江总督琦善称:“自借黄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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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中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

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
[7]
道光四年(1824 年)以来，全漕阻滞，或盘坝，或海运，

总不能恢复河运之旧观。迫于河势日高，容易倒灌，道光六年创灌塘济运之法。“当重运驶入塘河(顺清河口以北河道)后，堵

拦清堰，戽清水入塘河，全高于黄河水面，然后开启临黄堰，乘势将粮船冲出渡黄。每八日疏浚一次塘河。回空船进塘后，堵

闭临黄堰，开拦清堰，运船由此进入运河。以后视清黄二水的高低，以时启闭。黄水高于清水，戽黄水倒塘灌放，通行重运；

清水高于黄水，则启放临黄堰，漕船出运渡河。”
[9]
运河淤浅，黄水高于清水，漕艘由南而北，拾级而上，逆水而行，殊为艰难。

咸丰三年(1853 年)，最终放并漕运，“以海运为常”
[7]
。

明清时期运河河床普遍淤浅、淤窄、淤高，但由于泥沙系由北而来，故泥沙沉积以运河北段尤其是运口段为甚，越向南泥

沙沉积则相对越少。天长日久，运河河底便由旱先的南高北低淤成南北持平，再淤成南低北高。时至清朝，运河北段越淤越高，

南北高差也越来越大，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康熙、乾隆两朝运河对高宝湖面的相对高程变化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见表 1)。

黄水入运进而最终改变江淮运河的流向，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黄河是闻名世界的泥河。据陕县站观测，

多年平均流量为 1546m3/秒，而在 1843 年曾出现过 36000m3/秒的特大洪水。如果以 5000m3/秒的流量。10%的含沙量计算，则黄

河带来的泥沙，每秒钟即为 500 立方米。每天 86400 秒，则每天即为 43200000 立方米。如果以 1米厚平面铺开，约为 7万亩，

1个月即可铺 210 万亩。
[10]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有什么河流不能填淤?事实上，广大的华北大平原就是黄河泥沙长期堆

积的产物，更何况小小的运河?清代的“借黄济运”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其结果必然导致运河的淤浅，淤窄和运河流向的改变。

随着运河河底北高南下形势的形成，运河南流亦成为必然趋势，而清口及清口以下淮河河床的严重淤塞，又必然迫使淮河

沿北高南下的地势夺路南泄。清代中期以后人为引淮入江遂成为治水明智选择。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河督白钟山奏请在汛

期到来之前先行腾空高宝湖水，以备汛期洪泽湖水南下宣泄。《河渠纪闻》卷二十四记载了白钟山的奏折:“若俟伏秋大汛，洪

泽湖水盛涨之时始行开放，则五坝(之水)齐趋，高宝诸湖势不能容纳，往往汹涌奔注，盈堤溢岸，穿运而东，势大波阔，微特

兴盐高宝洼下之处一望成湖，即地势稍高之所亦难免淹浸。与其蓄之于平时，使湖河之水盈满，莫若预为筹划，陆续宣泄以免

骤涨之水一时并注为害，使湖河之水循序汇归江海，不但下河不致受淹，且藉此舒徐下注之水，用水插秧种稻，转害为利，较

之壅滞偏高，陡然开放，一时骤涨，迴不相同，此虽常法，实关大用。平时疏西岸临运之港口，勿使淤浅，并浚由宝入高之支

河，通流贯注而又随时酌放港口，宽留地步，然后五坝相机宣泄下河，有安枕之乐矣。”此奏的前提是每至伏秋大汛，洪泽湖

水涨之时，即开五坝泄水高宝诸湖。这说明淮河南下入江已成趋势。白钟山之奏的主旨在于，与其伏秋汛期骤然泄水高宝诸湖

形成水灾，不如先期腾空高宝诸湖，以备容纳伏秋之水。从本质上说，白钟山已承认了淮水南注长江之事实，此奏意在进一步

引导淮水南流，但又防湖河骤溢之灾。应该说，白钟山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果然此后广开淮水归江之路

成为治水的战略思维。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三月，“协理河务高晋、苏抚陈宏谋议疏金湾下引河，展宽旧坝，落低坝底，

以广归江之路”。次年三月，“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公兆惠、河督高晋、苏抚陈宏谋，遵旨会同勘议运河归江之路”
[11]
。

尤其重要的是，引运入江得到了最高层的肯定。乾隆二十七年春，乾隆帝亲临运河视察，就引运入江提出具体要求，在上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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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高宝一带，应宣导归江者，邵伯以下西湾坝泄水情形至为便捷。将坝底落低四尺，河头亦加挑宽深以资利导，金湾滚坝新

挑引河应再展宽，以河底十丈为准，以下地势稍仰，并一律深通，俾成建瓴之势。”
[11]
从此，引导淮河、运河南下入江成为既

定方针。清咸丰元年(1851 年)，淮河中游大水，不得已，启放三河坝，冲跌入塘，足抵五坝河之宣泄，以至不能闭，一淮之水，

顺性南趋，常年下注，直至高宝湖，归江入海。从此，淮河下游终于找到了入江归海的新出路，以至今日。这既是地势演变使

然，亦是乾隆以来人为引水入江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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